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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国土空间管制职能分属不同部

门。管制主体、价值取向、管制目标差异，采用的管制

手段不尽相同，导致管制内容交叉重叠、部门之间矛

盾冲突不断、管制效率低下 [1-3]。自中共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

以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地位显著提升。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进一步指

出要以空间规划体系为基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为手

段，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4]。

由此可以明确，在当前的空间治理体系中，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处于核心枢纽位置，将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自然资源部组建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自

然资源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三

定方案”），设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使得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的行政体系逐渐完善。与此同时，如何

建立中国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引发广泛讨论，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内容、手

段、国际经验以及空间用途管制转型面临的问题等

方面 [5-10]。然而，围绕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的一

些基础理论问题还缺少共识。例如，围绕空间用途

的管制对象，区域、要素与主体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

如何？围绕管制过程，行政手段与经济、法律等其他

手段的关系如何？计划、审批、许可等手段本质上区

别在哪里？围绕管制主体，空间规划编制及监督实

施部门与用途管制部门的职能边界在哪里？因此，

本文试图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管什么、怎么管、谁

来管”三个基础性问题入手，结合国家机构改革和用

途管制体系建设，思考新时代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的核心内涵与逻辑。

2　“管什么”的问题：对象不明确，内涵与属性

不清晰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国外也称“土地使用分区管

制”（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土地规划许可制”（英

国）、“建设开发许可制”（法国、韩国等）等，核心是通

过国家公权力，规定土地用途、明确使用条件，规范各

类主体必须按照规定的用途和条件来使用土地的制 

度 [9，11-12]。随着机构改革尘埃落定，中国的用途管制

制度也从“土地用途管制”转变为“国土空间用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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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中，国土空间强调特定权属、特定区位下自然

禀赋集成与人类活动的综合，具备自然和社会经济的

双重属性。这标志着用途管制将实现由单要素管理

到生命共同体管制，由注重资源性向注重资源、资产、

权利综合性转变 [13]。因此，新用途管制体系的首要问

题就是要界定“国土空间”的基本内涵。

2.1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象：空间—属性—行为三

位一体

从过去的土地用途管制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管

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尚未明确，过去土地用途管制的

对象涉及空间（布局）、属性（用途转换、强度提升等）

以及人们的利用行为（开发、建设、保护）等，内涵关

系复杂 [14-15]；此外，有学者认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

空间对象包括区域与要素两个方面，而管制对象的属

性则相对复杂，例如指标、边界、权利、用途、分区、名

录、标准等 [16]。这些所谓“属性”是空间的属性，还是

人类行为的属性，并不清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对

象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系统。首先，管制的直接对象

“国土空间”，既是一切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要素的集

成系统，又是承载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物理载体，也

是国家行使主权的权利范围；其次，人类围绕着国土

空间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行为是管制对象的本质与核

心，而属性则是人类行为与国土空间交互作用内涵的

呈现，例如指标、类型、强度、权利等，是管制对象的

具体表现，也是管制的具体内容。空间、属性与行为

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三个方面，因此，当前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对象可视为“空间 — 属性 — 行为的三位一

体”，即空间是载体、属性是表现、行为是本质（图 1）。

2.2	 用途管制的空间内涵：实体空间—功能空间—

管理空间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直接对象是空间，“空间”如

何来界定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17-19]。不

同学科对空间的定义不同，常见的空间类型通常包含

两大类：第一类是 “物理空间”，即物体存在、运动的

（有限或无限的）场所。物理空间又可以分为实体空

间、管理空间和功能空间等。第二类是“虚拟空间”，

即人对物理空间产生的意象或感知，例如城市研究中

经常提到的城市意象等。虚拟空间将人与环境的互

动反馈机制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它超出了客体形

式，依赖于独立的认知个体对空间的感知，其个性化

和随机性使得管理实践难以有效实施。因此，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的对象应当是一种“看得见、抓得住”的物

理空间。

物理空间的内涵，具有实体空间、功能空间和管

理空间“交叉”的问题。具体而言，自然实体空间具

有位置固定性，而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则具有流动性，

“以流定形”产生了与实体空间不匹配的功能空间 [20]，

同时，为了行使国家公权力需要，又形成了与上述二

者都不匹配的管理空间。以城市为例，建成区可被视

为实体空间，因其作为城市人口和各种非农业活动高

度密集的地域而区别于乡村；而城市通过人流、物质

流、信息流等与周边地域存在频繁的经济联系，从而

形成了区域功能一体化的功能空间，例如都市圈和城

市群都是典型的功能空间 [21]；为了管理需要，按照一

定程序设市建制，并确定其行政边界，即管理空间。

三种空间相互作用、相互交叉。

传统的空间用途管制经验以及当前共识都表明，

国土空间管制中的“空间”理论上是功能空间，但是在

实践中，管制“空间”的划分操作大都以“地块”为基

本准则，而“地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体空间，从

而产生实体与功能的“失配”。以两栖生物为例，其栖

息地包括水域与陆地，如果只是把水域划为红线保护

空间，而岸上划为开发空间，显然是降低了特定的生

态功能。对于跨越行政边界的脆弱生态系统来说，一

方划分为生态红线区，另一方划分为一般生态空间，

不仅不利于生态保护，还会加剧生态系统退化。

图1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象：三位一体

Fig.1　The object of territorial and space use control: the 
trinity of spatial-behavior-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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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空间管制的三条重要控

制线并不等于《若干意见》中界定的城镇、农业、生态

三种空间的功能边界，其本质上是空间用途管制的法

律标准、是政府对空间准入行为的判断依据。在操作

上，是基于实体空间 — 功能空间 — 行政空间综合决

定下的管理界限。因此，新的用途管制在空间划分上

必须综合协调好实体空间、功能空间以及管理空间的

对立与统一问题。

2.3	 用途管制的空间属性：异质性—动态性—尺度性

建立清晰、明确的国土空间分类体系，是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的前提与基础。然而，国家现有政策文件

对国土空间的分类表述呈显著性差异。如《全国主体

功能区规划》中把国土空间分成了城市空间、农业空

间、生态空间和其他空间；十八大报告及后续的十八

届各中全会的文件都把国土空间划分为生产、生活与

生态三类空间；国家空间规划试点及建立空间规划体

系的相关文件中则强调了城镇、农业与生态三类国土

空间。当前国土空间的分类体系较为混乱的原因是

人们对空间属性的复杂程度认识不够。

第一，空间异质性与同一性的对立与统一。国土

空间的分区实质是将国土空间单元功能相对一致、相

似度高的合并为同一类型空间，具有差异的单元则分

开 [22]。但对于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分区而言，本质上是

一种功能分区，所以复合性是常态、异质性是特殊 [5]。

必然会有一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如农业生产区同样也

具有一定生态功能；如城市周边高度非农化的城乡结

合部、农业观光休闲区等。因此，三生空间具有重叠

性和交叉性，两两之间、三者之间存在不同的可融合、

可转换区域（图 2），三生空间的划定也不应是简单的

“划分地盘”和“分而治之”。相比而言，生态保护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则是根据主导功能定位，落实对特

定国土空间保护需求的核心区域，城镇开发空间是承

载主要建设开发活动的重点空间，都是管控人类对空

间开发利用与保护行为的刚性准则。所以不同于《若

干意见》的表述，由三线为基础确定的三区（生态红线

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城镇开发区等）是基于功能

理念的的管理空间，其异质性明显高于同一性，三线

互不交叉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且三线各自范围内有着

刚性的管制规则 [13，23]。所以要辩证地看“三生”空间

与“三线”的关系。“三生”是发展理念，是宏观格局，

强调功能空间的融合与协调；而“三线”是空间管制

抓手，是规范空间开发与保护行为实践的准则，强调

刚性约束，同时保障底线思维在各层级用途管制中的

传导 [23-25]。通过“三生”协调实现战略引领：一方面

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体现战略

性、提高科学性、加强协调性；另一方面，严格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线，在操作层面上强化底线思维，促进“三生”空间的

融合发展，健全国土空间管控机制。

第二，管制空间的刚性与功能空间的动态性不适

图2　“三生空间”的异质性和同一性

Fig.2　Heterogeneity and homogeneity of the three kinds of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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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若干意见》对市县层面三条控制线的划定具有

较强的刚性要求，而且强化规划权威性，控制线一旦

划定就要严格实施，不得随意调整。而功能空间边界

是由“流”来定的，具有高度动态性、节奏性等。例如，

当前国内很多大城市形成的都市圈都突破了行政地

域界限 [26]，但城市外围新住宅区开发，由于长期缺少

人口导入而闲置，是城市实体空间，但不一定是功能

空间，职住分离模式下的功能空间是“打了折扣”的

功能空间。因此，空间的刚性管控如何适应功能的弹

性变化是一个重要命题。随着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

与治理水平提升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社

会转型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一切都在重新塑造功能需

求，重构功能空间。所以，在管理空间的刚性中如何

融合具有自适应能力的弹性机制，与功能空间的高动

态性相匹配，是新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需要重点

思考的命题。

第三，空间的尺度性意味着需要建立多层级用

途分区的管制体系。空间的尺度效应通常包括幅度

和粒度两方面内涵 [27]，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而言，幅

度表示管控行为所涉及到的空间范围，粒度则表示最

小可管控空间单元。当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于幅

度的认识和实践是清晰的，即幅度划分与行政区划是

一致的，涵盖国家、省级、市级、区县级、乡镇级等多

个尺度。而不同管理层级下空间粒度的选择是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怎么管”核心需要解决的问题。空间

粒度大小决定了一定层级内用途管制的精细度及与

事权切分的匹配度。试想一下，如果国家层面管理地

块，这显然是低效的，并且导致用途管制战略引导功

能的丧失；如果乡镇层面来管理跨区域的流域问题，

同样也是不现实的。

3　“怎么管”的问题：理念创新与实践滞后的

矛盾

现阶段，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目标从耕地保护转

变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

空间山清水秀”；管制内容从土地扩展到所有国土空

间；管制依据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多项规划到国

土空间规划；管制主体也从相互独立的多个部门到

统一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1，17，28]。在这一背景下，如

何梳理管制对象内部的结构关系，建立高效的管制体

系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怎么管”上，也面临一些

问题。

3.1	 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思维与分区、分类管控的

矛盾

新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引入了“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将“山水林田湖

草”当作一个“相生相息、复杂有机”的生态系统来

看待，遵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整体性及内在关联规 

律 [29-30]。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强调

要用系统思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系统治理”

工作方针的提出，要求在具体治理上统筹兼顾、整体

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然而，由于“生命共同体”是一个全新的理

念，其基础理论的研究薄弱，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要

素间相互作用的生物与物理学理论基础缺乏 [31]（图3）。

例如，“生命共同体”中“田”和其他要素的关系，以及

如何厘清“田”的生产性功能与生态性功能关系等都

还不明确。实际上，当前对“田”的生产性要求明显大

于“生态性”。此外，过去的用途管制，仅关注农地非

农化的用途转换，而“山水林田湖草”相互转换所依赖

的机制及对应的规则尚未明确。

图3　生命共同体内在作用机制理论缺乏

Fig.3　Lack of internal interaction theory of life community

首先，系统治理的思维与分区管制存在着一定的

矛盾。传统的用途管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进行管

制分区 [5]，在《若干意见》中也多次强调划定农业生产

区、城镇开发区、生态保护区等来实现用途转换与开

发准入的管制目标。因此，耕地与生态保护区不可避

免地被划分为两个区，对二者管制的目标追求与方式

差异显著，必然导致系统治理思维与分区管制之间的

矛盾。此外，过去对“山水林田湖草”的分区管制职责

分散在多个部门，各部门从自身事权出发，划定土地

功能分区或空间管制区域，导致分区种类繁多。根据

已有研究对各类分区的梳理，不难发现，各类分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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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边界都有较大差异。管制空间相互交叉，同一地

块可能会出现不同甚至矛盾的开发方向和用途，必然

导致管制上的混乱 [32]。

其次，《若干意见》中坚持分类管理的原则与系统

治理思维存在矛盾。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

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水是生命共同体

系统中的核心和纽带，当前的管理模式采用分类管理

的原则，其中，自然资源部的“三定方案”中可以明显

看出对“土”的管理远强于对“水”的管理，同时忽略

了水土耦合的影响。因此，在落实生命共同体系统治

理理念的时候要协调好系统耦合与分类管理的关系。

再次，“三区三线”划定原则与系统治理理念存

在矛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通过建立空间规划体

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

途管制”，这就要求将各类规划整合为一个空间规划，

在统一框架下配置各类空间资源，作为空间用途管制

的依据 [16，32]。其中，划定“三区三线”是空间规划体系

中的核心内容。然而，“三区三线”划定原则并没有很

好地回应系统治理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诉求。例

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现行方案大多从生态要素的重

要性与脆弱度两个原则来进行判断，生态红线区对一

切人类活动的准入都是禁止的，割裂了生态与农业，

生态服务与人的需求间的有机联系 [5]。这种将生态服

务与人的需求隔离开来进行保护的管理逻辑与系统

治理理念背道而驰。因此，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统筹

三生空间，维持生态系统可持续的前提下，通过优化

生态空间格局，充分发挥生态服务价值，构建三生空

间良性互动的管控机制。

3.2	 国土空间尺度性与管理层级事权不清的矛盾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

而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与空间的尺度效应相契

合是政策顺利施行和高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这意

味着不仅需要建立多层级用途管制体系，还要厘清不

同层级管理主体的权责关系。然而，自然资源部门整

合后尚未建立起事权明晰的用途管制体系。通过对

全国、省、市不同层级“三定方案”的解读，不难发现

当前各层级空间用途管制部门职责趋同，且无论是国

家、省还是市级的“三定方案”，都涉及“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制线” “构

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

等内容。各层级用途管制部门事权划分不清晰、与空

间的尺度性相矛盾。

《若干意见》作为建立中国用途管制体系的基础

性文件，明确提出了空间规划体系的分级分类思想，

即要编制五级三类规划。尤其在规划审批上，明确要

改进审批内容过多、审批周期过长的问题。提出按

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分级建立国土空间规划

审查备案制度，另外精简规划审批内容，“管什么，批

什么”。然而在《若干意见》健全用途管制中，也仅提

出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的思想，五级

规划对应五级政府，而每一级政府究竟管什么仍然模

糊不清。根据管制事权层级性与空间尺度性相匹配

的原则，中央政府应把握国土空间总体发展战略，保

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生命线和底线；

省级政府要落实国家意志，优化“三生”空间，重点管

控各类功能分区；市县级政府要管控具体布局，保障

“三区三线”的实际落地；乡镇政府则通过落实详细

性控制规划，管理具体项目。各层级规划再通过控制

性和约束性指标的层层分解，实现保护管控的刚性传

导和发展目标的逐级考核 [13，33]。

3.3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手段界定：审批与许可的关系

土地利用的外部性决定了在无用途限制的市场

条件下，经济主体总会选择投资收益率高的用途类

型，导致具有公共效益的土地用途供应不足 [11]。因

此，为实现耕地和生态保护目标，必须采取行政手段

进行干预，而用途管制本质上就是利用行政权力来配

置土地发展权的过程。现阶段中国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的手段主要包含计划管理、空间准入和监督管理三

个方面。其中，空间准入是用途管控的核心，土地所

有者、使用者必须严格按照国土空间规划所确定的空

间用途和条件使用土地。所以，与部分学者质疑中国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过于强化行政手段，弱化经济与

法律手段不同 [1]，笔者认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本质上

是一种依靠国家强制力的行政过程，不存在行政手

段强，其他手段弱的说法。不可否认，在具体管制实

施中，市场因素可作为行政手段的辅助 [34]。以浙江

省德清县的“标准地”改革为例，由政府制定“空间准

入”标准，把每一块建设用地的规划建设标准、能耗标

准、污染排放标准等指标明确后，带“空间”一起打包

出让，企业拿地前，就已知道该地块的使用要求和标

准。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发挥了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

中的作用，同时免去了繁冗的审批手续，提高了用途

管制的效率，其本质是“政府有为”换来的“市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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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制手段，还需进一步理顺用途转换和空间

准入时审批与许可的关系。目前围绕着土地审批与

规划许可的梳理、合并，自然资源部做了很多尝试。

例如，推行“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的改革，通过“一

类事项一个部门统筹，一个阶段同类事项整合”的要

求，“一书两证”等传统的审批逐渐被国土空间用途

转用许可制度替代 [35]。然而，与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

用途管制将从审批走向许可不同，笔者认为，二者适

用的对象与规范的关系不完全相同，许可并不能完全

取代审批。实际上，规划许可仅适用于公民法人或其

他经济组织，而审批的适用对象要比许可更加广泛，

还包括行政机关本身（不同层级的政府）。另外，审批

与许可所规范的关系也不同，规划许可是规范政府与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政关系，即行政主体 A 和行

政相对人 B 的关系；而审批规范的关系，除了行政主

体 A 和公民法人（行政相对人 B）的关系外，还用于规

范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关系，例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

行为的规范等。在过去的土地用途管制体系下，计划

指标分解、农转用审批等无不体现中央政府对各级地

方政府的规范。当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下，中央

政府仍需审批手段，在目标定位、底线约束、控制性指

标、相邻关系等方面对各级地方政府的空间行为进行

控制性审查。因此，在今后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中，审批和许可应该是一种并存且相互补充的关系。

4　“谁来管”的问题：治理结构流程再造是机

遇还是挑战

尽管空间用途管制内容丰富，其本质核心还是行

政审批。行政审批的效率受治理结构的影响显著。

本次行政机构改革，对于国土空间的治理而言，其结

构可以说是全流程的再造，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36]。

4.1	 机遇：统一行使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空间管制权

过去中国的国土空间的管制职责分散到城市规

划、环境保护、发改委等不同部门，形成“九龙治水”模

式，导致管制对象空间重叠、相互交叉、冲突矛盾，从

而造成管制效率低下，生态保护不力等一系列问题 [1]。

而新的机构改革方案的初衷之一就是要落实由自然

资源部统一行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形成“五指

成拳”的模式，由自然资源部一个部门整合各类空间

的管制，承担统一管制的职责 [5，13]。此外，在自然资源

部内部，国土空间管制的结构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实

现了流程再造，原来土地用途管制的职责分散在不同

的司局，自然资源部成立后，各类空间管制职责统一

由用途管制司来牵头负责，这些治理结构调整都对提

升中国国土空间管制效率带来了新的机遇。

4.2	 挑战：治理结构流程再造导致横向与纵向协调

成本增加

横向上，按照空间规划编制、空间用途管制与空

间修复的流程实现职责分工，设立对应职能部门，容

易演变成“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模式。规划部门

只负责规划的编制，而规划实施与监管则由空间管制

部门负责，后续的国土整治与空间修复又由修复部门

负责。这样一来，规划部门担心规划实施效率下降，

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土空

间规划对空间的设定与划分。因此，规划编制提供的

“空间”必须要与空间管制的需求相结合，否则管制就

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若干意见》并没有明确界定空间规划与用途管

制部门之间的职能边界，根据文件中 “谁组织编制、

谁负责实施”的表述，规划实施职能应该还是在空间

规划部门。但是，根据自然资源部的三定方案，明确

由空间用途管制司负责编制年度实施计划、组织拟订

区域准入政策、规划许可政策、用途转用政策及监督

实施等，上述职能无不是规划实施的重要手段。因

此，在当前的治理结构下，围绕着国土空间规划的监

督实施，空间规划部门与用途管制部门之间的横向协

调成本可能会增加。

纵向上，本次自然资源管理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

特点在于事权在不同层级政府间配置的错位。直辖

市、一线和部分强二线城市，形成以城市规划与管理

为主，其他自然资源管理职能为辅的事权架构，不论

是话语权还是实际权力配置，规划都处于主导地位。

而国家、省、县和少部分地级市的自然资源机构中，规

划只是多个部门的中一个，并非主导。上述两种事权

结构差异明显，导致部分市级机构规划与空间用途管

制事权与上、下级对应部门错位。例如，上海市规划

与自然资源局的国土用途实施处对应了自然资源部多

个司的职能。这种“上下不对齐”的治理结构，是否会

增加协调成本、降低治理效率，也需要今后重点关注。

5　结论

自国家明确“由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

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以来，学界与政府机构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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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建立新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展开了丰富的讨

论，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本文以用途管制对象为

切入点，讨论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管什么、怎么管和

谁来管的三个基础性问题。首先，对于管什么问题，

在明确空间 — 属性 — 行为三位一体的管制对象基础

上，要厘清实体空间、功能空间与管理空间对立与统

一的关系，把握空间的异质性、动态性与尺度性的内

涵与现实管理需求的关系。其次，对于怎么管的问

题，要正确处理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理念与分区、

分类管控的矛盾，国土空间尺度性与管理层级事权不

清的矛盾，管制手段中审批与许可之间的关系。最

后，对于谁来管的问题，治理结构重构，为自然资源统

一管理带来重要机遇，但规划与管制间职能界限的模

糊、“上下不对齐”的机构设置也会带来横向与纵向的

协调成本增加，治理效率降低。这些基础性问题都需

要在今后实践中加以解决，以形成更加完善的中国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

致谢：感谢浙江大学靳相木教授对本文部分观

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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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on the Basic Issues of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Use Control  
in China

YUE Wenze, WANG Tianyu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use control and explore the basic 

issues of its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inductive deduc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1)the object of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use control is a complex system i.e., the trinity of space-behavior-

attribute. Land spa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physical space, functional space and management space, which 

need to be coordinat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spatial attributes of land space use regulation 

include heterogeneity, dynamics and scale, which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ance. 2)The ideas of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use control have been improved in the new era, but the lag of the practice has led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including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systematic governance of life community and the management of zoning and classification,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multi-scale of land space and the unclear government powers in the current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fuzzy relationship of approval and permission. 3)The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creates import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but the blurring of functional boundaries 

between spatial planning and land space use regulation as well as the mismatch of institutional settings will also bring new 

challenges. In conclusion,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use contro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modernized governance 

system.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remaining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practice.

Key words: land management;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use control; governance structure; life community; spatial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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